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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代性在流動與秩序的雙重狀況下的搖擺，令人們處於變革與風

險激烈碰撞下的「夾縫」之中。作為流動資本代表的平台商業流量，以

及作為文化秩序象徵的平台價值規範，持續滲透至圍繞數字媒體所展

開的社會關係網絡。在此背景下，文化邊緣群體若想獲得現實意義上

的成功，必須發展出符合社會期望的展演策略。本研究以抖音黑人網

紅為研究對象，通過目的性抽樣選取十位典型商業化成功案例，考察

文化邊緣群體如何制定展演策略來適應「夾縫」中的現實境況，並分析

其展演結果與現代性的本質要求之間的偏離情況。研究結果顯示，文

化同化成為抖音黑人網紅跨文化適應的最終走向。他們把文化身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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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符號成功轉化為具有商業價值的品牌資產，借助生活場景與文化

敘事，以工具化形式呈現價值理性。這一過程彰顯了全球化語境下，

邊緣群體在文化認同建構中所採用的混合性策略。

關鍵詞：現代性、文化適應、展演性、文化邊緣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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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dual conditions of flow and order, the swing of modernity 

squeezes people between change and risk. The floating capital represented by 

platform business resources, and the cultural order, represented by platform value 

norms, both permeate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network surrounding digital media. 

Therefore, if culturally marginal groups want to succeed, they must carry out 

performative strategies that meet social expectations. This paper regarded Douyin 

Black Internet celebrit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selected ten typical 

commercially successful cases through purposive sampling. How the cultural 

marginal groups develop performative strategies to adapt to the squeeze reality 

and how the results of their performativity deviate from the nature of modernity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cultural assimilation has 

become the ultimate trend of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for Douyin Black 

Internet celebrities. They have successfully transformed their cultural ident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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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ymbols into brand assets with commercial value and presented value 

rationality in an instrumental form through life scenarios and cultural narratives. 

This process highlights the mixed strategies adopted by marginalized group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cultural identitie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Keywords: modernity, acculturation, performativity, cultural marginal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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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提出

跨文化交流與內容生產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1年發表的研究報

告，美國公眾對華印象中，中國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很少被提及，相

反，他們對中國的主要認知在於中國政府的政策制定與國際行為，以

及中國經濟的發展態勢。1 雖然跨文化教育、跨文化適應、移民和文化

認同等國際傳播議題受到學界廣泛關注（史興松等，2019），但是中國

崛起視角下的學術研究更傾向於探討政治與經濟領域，外國人群體對

中國文化的參與式感受，以及長期居住於中國的外國人群體對中國文

化環境的適應性體驗幾乎無人言說。

實際上，外國人群體在某些情況下享受政治優待，這與其特殊的身

份背景有關。以國際學生流動為例，近年來，來華留學逐漸成為世界

各國學生的熱門選擇，他們前來中國學習漢語、中國傳統文化，以及中

國經濟發展經驗，而這一現象的形成，離不開中國政府在制度與政策層

面的支持。2 在中國留學政策的引導下，留學生各種獎勵機制不斷完

善，在華留學經濟成本持續降低；不僅如此，中國高校在生活方面給予

留學生優越的條件，在學術交流和工作實習方面提供專人幫助等支持手

段，以致於被網友戲稱中國政府提供給留學生「超國民待遇」。3

隨著來華外國人的增多，他們在文化交流與適應的過程中，對中

國文化的理解逐漸加深，並熱衷於參與中國的文化活動和從事傳媒工

作。孔子學院的成功開辦為外國人提供了學習中文、了解中國傳統文

化與歷史、參與各類文化交流活動的專業化服務。中央電視台播出的

《漢語橋》中文比賽，旨在弘揚中國文化，增進世界各國人民對中國的

認知和了解，從而推動文化領域的交流與合作。《非正式會談》作為當

下深受年輕人喜愛的文化訪談節目，由湖北衛視與視頻社區平台嗶哩

嗶哩（Bilibili）攜手打造，每期節目都會邀請外國代表，圍繞與年輕人

緊密相關的現實問題展開討論。節目秉持「求同存異」的宗旨，持續分

享從全球化、多元化視角出發，新奇有趣地看待中國社會問題的觀點

與角度。比如在6.5季首期節目中，聚焦職場問題，外國代表們各抒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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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顧思達稱「在挪威下班就該走」，竹內亮則提到「日本有上級不走，

下屬就不能走的風氣」，楊迪更是直言「曾經實習一天就跑了」。各國嘉

賓的觀點相互碰撞，激發觀眾對職場問題的深度思考（景義新、韓雨

坤，2020）。

當外國群體通過媒體平台進行文化展演時，其創作實踐已不僅是

簡單的跨文化交流，而成為現代化進程中文化適應的微觀樣本。當傳

統社會向現代轉型時，風險社會的特徵與文化認同的重構需求會形成

持續張力。對於在華外國網紅而言，這種張力具體表現為流量經濟下

的資本流動與文化規範下的穩定秩序之間的博弈。文化適應被看作是

對異質文化價值體系的主動調適，而價值守護則是在現代化進程中保

持文化主體性的必然行為。當外國網紅在數字平台進行內容生產時，

這兩種訴求在流量邏輯下形成特殊的互動關係，既需要通過文化適應

獲取商業成功，又必須通過價值守護維持文化尊嚴。

現代化進程與價值守護

I. 現代化進程中的「夾縫」狀況

現代化（modernization）是描述人類社會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總體

性概念，而現代性（modernity）更多用於對現代化進程的評價（趙義良，
2023）。現代化浪潮下產業變革也伴隨著社會風險，人們被置於變革與

風險碰撞的現代性「夾縫」之中（squeezed in modernity），既需依託變革

創造機遇，又需適應風險維持生存。《夾縫生存：不堪重負的中產家

庭》（Squeezed: Why Our Families Can’t Afford America）一書將「夾縫」描

述為普通人破碎的美國夢，美國中產階級看似能夠在這片充滿機遇的

熱土上獲得財富與尊重，但是金融危機風險下經濟的不平等最終引發

文化資本的不平等，即使工作上獲得成功也並不等於美好的人生

（Quart, 2018）。同樣地，「一帶一路」的時代機遇背景下，深膚色外國

人的中國居住權問題也在互聯網上引發討論，中非混血形象引發「中國

人」的身份焦慮，平台上「反黑」觀點層出不窮，其中「性侵犯」、「傳染

病」等種族隱喻暗含種族歧視和民族中心主義的價值傾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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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傳播媒介的數字平台，已然將文化適應群體的生存利益問題

與生活意義問題緊密聯繫在一起（趙月枝，2019）。本文認為，數字媒

體上的「夾縫」狀況意味著，平台不僅匯聚利益轉化的商業流量，也存

在維護秩序的文化規範，流動的資本創造了傳媒產業變革與個體的成

功機會，而違背平台與群體間的文化秩序會面臨風險，變革與風險的

碰撞衝突將深刻影響內容的生產流通與個體的價值守護。例如，對於

從其他行業跨越到直播帶貨的主播來說，粉絲期待、平台規範、職業

身份、工作感受以及僱主關係等方面的矛盾與糾結會帶給他們「擰巴」

的感受，有些主播會直言「非常抗拒賣東西」、「到今天都不享受這個工

作」，這體現了他們在追求名利的同時，對自我認同和價值觀的堅守與

反思。5

II. 文化價值守護與商業可持續性

文化價值不僅體現在文化產品的使用價值上，還體現在民族文化

所蘊含的價值系統中，同時也與人的全面發展密切相關，而現代化的

「陷阱」將引發文化價值層面的衝突、困惑和危機（孫美堂，2005）。

短視頻平台與其說是內容創作工具，不如說是將粉絲注意變為經

濟利益的商業仲介。據悉，千萬級網紅的單條廣告報價為10萬元人民

幣，每個月平均做兩條推廣的話，該帳號年收入就可以超過200萬人民

幣。6 而平台的文化規範也十分嚴苛，比如有評論指出，「小粉紅」的愛

國主義情感已近乎「政治正確」，呈現出不容置疑、絕對化的特點，典

型如「挖墳」行為，即通過社交媒體揪出人物過往涉及國家的不當言論

並加以舉報、抨擊。

在社交媒體上的跨文化交流中，有些外國人群體抓住了流量經濟

的商機，但由於面臨著「夾縫」的境況，他們對中國文化的適應和對文

化價值的守護卻失敗了，這將導致其商業化成功不具備可持續性。具

體來看，為了獲取高昂收入回報，許多外國人網紅深諳「流量密碼」，

機械化地、盲目地稱讚中國文化，例如將宣傳華為等中國國產消費電

子產品作為視頻選題的標配。這種功利化的行為會給文化交流與適應

造成嚴重阻礙。當外國人網紅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不認同時，也會引

發網友們的激烈聲討，進而產生文化與商業雙重層面的失敗，即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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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道理變得不可持續。舉例來看，韓國吃播博主Hamzy通過獲取視頻

關注度，將流量轉化為中國食品電商的客源，從而獲取大量收益，但

由於在泡菜的歷史根源問題上其立場搖擺不定，最終被韓國和中國網

友共同抵制。

綜上，數字化時代的文化適應，既面臨著全球化帶來的流動機

遇，也承受著本土化引發的秩序壓力，形成獨特的「夾縫」生存狀態，

這種「夾縫」狀態本質上是現代性矛盾的集中顯現，即數字文化適應問

題牽扯平台化、資本化、用戶需求、文化價值和民族身份等要素，其複

雜性所對應的全新的理論路徑與解決方案，需要我們不斷深挖和探索。

文獻回顧

文化適應的經典理論

I. 概念解讀

1936年人類學家Robert Redfield等人（1936）在《文化適應研究備忘

錄》這一研究報告中，首次系統地闡述了文化適應的定義，他們強調文

化適應的個體性，認為文化適應是兩種不同文化群體在接觸和交往過

後，所產生的兩種文化模式的變化，即文化適應所帶來的影響應該是

雙向的。然而，就實際情況來看，弱勢群體的文化模式在文化適應中

更容易被改變，而強勢群體傾向於整合不同文化群體的文化元素，並

仍然在其整合後的文化模式中佔據核心地位。

關於跨文化適應的概念解讀，學界一共形成兩種思路。文化適應

（Cultural Adaptation) 指的是個體在遷移至其他文化環境時，基於對兩

種文化的認知、理解與情感依附，所做出的有意識的並帶有傾向性的

行為改變。這一概念解讀更關注個體為了適應新的文化環境所採納的

策略性行為。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 更強調個體轉移至異質文化的

生活環境後，在再社會化過程中所需要完成的文化適應。因此，不同

於前者所看重的基於個體獨立性的行為調整與行為選擇，文化涵化旨

在描述個體融入文化與社會體系的整體過程。本文對跨文化適應、文

化適應和文化涵化這三類概念不作過多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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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理論闡釋

跨文化適應是一個複雜過程，受內、外部諸多因素所影響，這些因

素共同促使個體形成針對性的展演策略。文化距離指的是因文化共同

點較少而產生的距離感和陌生感。相較於在西方國家留學，中國留學

生在日本和韓國感受到的文化衝擊通常較小；因此，在西方國家留學的

中國學生，往往需要採取更複雜的展演策略，來融入當地文化（Babiker 

et al., 1980）。此外，社會支持網絡是影響文化適應過程與結果的重要

因素。當溝通與交流的不順暢時，個體容易產生孤獨感、無助感和負

罪感等負面情緒（李文鈺，2022），因此有效的文化適應展演首先要求

個體具備良好的語言能力（Tanaka et al., 1994）。民族中心主義和民族優

越感是普遍存在的心理傾向，個體在展演過程中，可能通過抬高自身文

化、貶損他者文化的方式來調整其文化位置（王麗娟，2011），例如，

抖音黑人網紅伊博在2019年發佈短視頻，講述「自己從一位中國土豪手

裏搶走女朋友」的故事，被網友認為有辱華嫌疑。另外，刻板印象、歧

視與偏見對個體文化環境適應產生很強的負面影響，將直接降低個體在

異質文化環境中的幸福感（陳慧等，2003）。
Ward等人（2020）認為，文化適應可以分為心理適應和社會適應兩

個維度，其中前者屬於高層次適應，後者則偏向低層次適應。隨著數

字化的發展，個體獲得了新型的社會交往方式和展演平台，從而對心

理與社會層面的文化適應產生影響（Ward & Kennedy, 1992）。Black等

人（1991）進一步將文化適應分為三個維度，分別是一般性適應、工作

性適應和交往性適應。其中，一般性適應指個體在日常生活中對衣食

住行的調適，工作性適應涉及工作任務、角色與工作環境的適應，而

交往性適應則關注交往情境中個體所感知的舒適度與熟練程度。數字

化媒體促使三種維度的文化適應交織，因為個體很難在數字平台進行

內容展演和交流互動中，將日常生活與數字勞動分割開來（Scholz, 

2012）。Gordon（2015）的「文化同化模型」中總結了七種文化適應的類

型，分別是文化行為、社會結構、文化身份、聯姻、態度接受、行為

接受以及公民層面的同化。文化適應中社會整合的最終形式為公民性

的融入，即能夠融入主流文化的社會身份體系和社會價值體系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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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文化適應展演性的學者也提出了相應的理論模型。Berry等人

（2002）的雙維度模型利用個體對原先所處的文化群體和新接觸的文化

群體的態度來區分文化適應展演策略，他提煉出「保持傳統文化身份」

和「同其他文化群體交流」兩個維度，提出「整合」、「同化」、「分離」和

「邊緣化」四種文化適應展演策略。有進一步研究指出，個體傾向於公

共領域中傾向採取同化策略，並在語言溝通層面進行整合，從而獲得

在新文化環境下的社會地位與發展機會；然而，在家庭等私人領域

中，個體則更傾向於採取分離策略，以保持原有的文化傳統（Arends-

Tóth & Vijver, 2003）。Ward等人（2020）對文化適應過程進行了全局式

的總結，除了關注個體層面，即不同特徵的個體所採取的不同文化適

應策略，也囊括了出身社會與客居社會的差異化影響，以及壓力環境

下的展演行為與文化認知的轉變。

數字文化適應展演

I. 數字平台的影響

展演（performance）是通過日常生活的社會建構來達成自我身份認

同的過程（Butler, 2025），其行為是基於社會關係與社會期望的文化實

踐（Ball, 2004）。個體尤其是生產媒體內容的文化邊緣群體，需要在利

益追求與文化適應之間維繫平衡並作出抉擇，這種複雜考量會導致文

化內容的創作必須採取展演性（performativity）策略來滿足與「夾縫」中

的社會關係所匹配的特定的社會期望（Waskul & Vannini, 2016）。7 在數

字化時代，社會邊緣群體需要在以平台商業流量為代表的流動資本，

以及以平台價值規範為代表的文化秩序所形成的雙重壓力下，制定相

應的文化適應策略。

新興資訊技術的發展逐漸推動文化適應展演向數字平台轉移。關

於這種數字化行為的特徵，首先，數字媒體為人們溝通交流、交換資

訊和分享知識提供了文化情境，促進了個體適應性的提升和文化理解

的深入，在不斷彌合數字鴻溝和優化資訊素養的過程中達到文化適應

的最終結果（Maafs-Rodríguez et al., 2022）。不過，有研究指出，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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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文化適應和數字化展演主要工具的社交媒體，其包含的文化、知

識和技能的教育資源並不充分（Antsiferova et al., 2020），因此可能會對

數字用戶的文化適應展演策略產生相應的負面影響。

其次，數字文化適應涉及多方主體，其中在數字化社交網絡中進

行資訊消費的用戶處於被賦權的地位（Dey et al., 2020），這突破了原有

的主流、異國文化的權力界限，令內容創作者在制定文化適應展演策

略時必須要關注用戶的核心需求。從具體的展演策略和方法來看，有

學者發現，個體可以利用社交媒體的靈活性達成展演策略的「軟化」，

並在展演過程中塑造並推廣一種針對所服務用戶的「積極原型」，來達

成數字文化適應的目的（Adams & Johnson, 2020）。

II. 網紅作為文化適應主體

既有的數字文化適應研究將網紅作為展演主體，探討其在內容製

作與商業運營過程中的適應策略。「成為」一名合格的網紅，自然需要

將展演行為融入對社交媒體文化環境的適應和受眾的數字交往需求當

中（García-Rapp & Roc-Cuberes, 2017）。研究發現，在網紅的內容創作

展演中，題材的社會角度和藝術語言的運用要具有特定風格，且這種

個人風格要容易識別且帶有持續性（Weninger & Li, 2023）。網紅需要採

取連續記錄式的日常生活內容展演，為受眾帶來寒暄式的數字交往感

受，達成用戶連續追蹤並主動連接至網紅所塑造的社交網絡中（Jerslev 

& Mortensen, 2016）。

然而，無論網紅如何通過風格化運營打造個人品牌，社交媒體文

化環境中，其展演都必須保持真實性；展示真實的自我，始終是受眾

與網紅之間數字化互動的核心需求。當真實性的展演被極端化後，「普

通人利用社交媒體成名」成為了網紅身份背景中的固有標籤，模糊了普

通人和網紅之間的界限，預示著網紅掌控自我展演的獨立性（Tse et al., 

2018），連接著網紅「接地氣」這一真實性的表徵（García-Rapp & Roc-

Cuberes, 2017）。但這種固化的、約定俗成的對網紅獲取成功的標準想

法，也對網紅帶來自我身份展演上的限制（Dunn & Falkof, 2021），意味

著數字文化適應展演對用戶需求的極端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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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文化適應的理論發展脈絡

文化適應的概念分歧

文化適應的影響方向：雙向、單向

文化適應的影響程度：（1）影響程度低：文化適應是基於個體獨立
性的行為調整與行為選擇；（2）影響程度高：文化適應是融入文化
與社會體系的再社會化過程

文化適應的影響因素 （1）文化距離、（2）社會支持網絡、（3）語言交流、（4）民族中心主
義、（5）刻板印象、歧視與偏見

文化適應的類型

（1）社會適應（低維適應）：人們面對社會生存環境迅速發生的變
化；（2）心理適應（高維適應）：通過自我調節來達到適應環境變化
和滿足自身發展需求之間的平衡狀態（Ward & Kennedy, 1992）

（1）一般性適應：生活中的衣食住行；（2）工作性適應：工作任
務、工作角色、工作環境等；（3）交往性適應：交往感受中的舒適
度與熟練度（Black et al., 1991）

（1）文化行為同化：學習和接受主流文化特徵；（2）結構性同化：
與主流文化建立社會關係；（3）文化身份同化：強調對主流文化和
群體的歸屬感；（4）聯姻同化：與主流文化成員結婚；（5）態度接
受同化：對主流文化不抱有偏見；（6）行為接受同化：對主流文
化不抱有歧視；（7）公民性同化：放棄對文化權力的鬥爭（Gordon, 
2015）

文化適應的策略

（1）「整合」／多元文化：既保持原有的文化認同，又注重文化交
流；（2）「同化」/熔爐：不保持原有的文化認同，注重文化交流；
（3）「分離」/種族隔離：重視傳統文化，避免文化交流；（4）「邊
緣化」/排斥：不保持原有的文化認同，又不被其他文化群體接受
（Berry, 2002）

文化休克的壓力下文化適應的心理過程分析（Ward et al. 2020）

數位化時代的文化適應

數字平台的影響：（1）數字鴻溝下資訊素養缺失，對文化適應產生
負面影響；（2）用戶被賦權下文化適應的影響方向必須滿足用戶 
需求

網紅作為文化適應主體：（1）開展寒暄式、風格化的品牌策略（文
化適應的影響程度較低）；（2）必須迎合「接地氣」的文化規範（文
化適應的影響方向是單向的）

分析框架：現代性視域下的「夾縫」理論

「夾縫」境況是如何產生的

I. 觀點搖擺

現代性理論對文化的論述存在「秩序」與「流動」兩種立場。經典馬

克思主義理論家秉持文化政治觀，嘗試尋求群體文化和共同文化的總

體方案，呼籲藝術創作對社會現實的描摹（Williams, 1983）。但正如
Bauman（1998, p. 15）在《作為實踐的文化》（Culture As Praxis）中的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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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一種話語將文化觀念作為自由馳騁的精神活動，以及創造、發

明、自我批評和自我超越的場所；另一種話語將文化假定為一種例行

化和連續性的工具，即一種社會秩序的婢女。」此番論述中我們能夠感

知其對文化秩序的極度批判。不同於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全景監

獄」聚焦於秩序如何滲透於結構與空間，「造園抱負」概念的提出和對

「大屠殺」的深刻闡釋揭示了對權力進行病態追逐下的慘烈後果（漆思、

孔妍，2017；Bauman, 2013a）。
Baudelaire（2018）的觀點認為，現代性就是過渡、短暫與偶然。時

間上的暫時性與空間上的碎片化能夠解構文化資本所帶來的區隔與圈

層。人們對時空維度的忽視將文化生產轉移至當地屬性與臨場屬性的

媒介事件的塑造（Harvey, 2020）。然而，在文化場域之間的游離所帶來

的流動性，也在Bauman（1990）筆下被詬病。「混亂、偶然、矛盾性」的

液態社會（liquid modernity）中充斥著消費主義的淺薄文化，致使飄忽

不定的群體聯結消解了權威所擔負的重大責任，也導致個體對危機的

感受逐漸加深（Bauman, 2013b）。「人為的沒有深度」（Jameson, 2016）讓

文化的嚴肅屬性難以延續，促使信仰體系與價值體系的大規模崩塌。

II. 現實動因

基於現象的觀察可以發現，「秩序」與「流動」的碰撞所產生的「夾縫」

現狀，不僅來自於二者間難以避免的衝突，也產生於二者自身運作機

制下難以解決的矛盾。

從「秩序」與「流動」的現實衝突（二者間矛盾）來看，推崇全球化的

政治理論家試圖在福利國家與自由市場的對立之間找到一條新的出

路，並將其作為整體性、模範化的制度解決方案，卻難以避免政治流

動性下諸如氣候風險、疾病風險等複雜難題的束手無策（Giddens, 

2013）。又比如，現代主義的城市規劃者，通過一種政策閉環的形式來

控制作為整體的城市（Morana & Seuring, 2011; van Hest et al., 2014），

卻不得不面臨商品貿易與資本運作下的溢出效應（Lee & Wang, 2022; 

Xia et al., 2020）對政策穩定性的巨大挑戰。

從「秩序」與「流動」各自的現實表徵即二者自身運作機制來看，共

同體意識的建構與文化符號的樹立本身就與鏡中我、個體性與自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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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認同相矛盾，對二者的調節需要依靠神話修辭術塑造共同體意識（謝

冰雪等，2023）。而文化自由精神所帶來也不一定是文化超越，已有研

究指出，數字平台上高度流動性的文化社群雖然異常活躍，其交流與

共鳴卻鮮少達到有質量的層次，群體性孤獨下情感疏離的狀況越加顯

現（甘露、關博韜，2022）。

「（在這一廣泛的去工業化的歷史過程中）更加具有流動性、全球

化、資訊為基礎的新經濟的開始階段」（Soja, 2014, p. 17）預示著制度化

與碎片化雙重包裹下的「夾縫」社會形態的層疊演進，這既帶來了創新

（Kumar, 2009）與變革（Martinelli, 2005），也造成了無法逃避的風險。

而究其本質，「夾縫」中的社會變遷來自於全球化、數字化、資訊化帶

來的發展機遇，而風險來源於後福特主義的輕資產模式和柔性生產 8 等

所形成的靈巧的經濟關係，來源於虛實結合和行為模擬的資訊技術演

進路徑。

「夾縫」境況下的社會風險

至於是風險數量變多，還是僅僅是人們對風險的感知變強（雷雲

飛、鄭聰慧，2023），似乎並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缺乏道德、原則

以及真實感受」的公共空間彌散著對社會問題的「麻木不仁」（Harvey, 

2004）。處在社會與文化邊緣的少數群體似乎除了貢獻出多元化的人類

生態結構外沒有其他的價值與作用，並被認為是複雜社會矛盾的始作

俑者。從風險的具體描述來看《後大都市》（The Postmetropolis）、《後現

代狀況》（The Postmodern Condition）與《我的洛杉磯》（My Los Angeles）

等關於現代性理論的著作均著重強調了基於性別、空間、文化與身份

等價值偏好下的文化淺薄與群體極化（強乃社，2014）。

I. 群體極化

文化也是空間道德的呈現（Park, 1915），而空間存在於媒介、消

費、分層所編織的社會關係網絡當中（強乃社，2014）。正如情景主義

者所提出的心理地理學那樣，「巴黎每個區各有其『模式』，能夠顯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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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誰，你的工作，你的身家背景以及你所追求的目標」（Harvey, 2020, 

p. 253–242），這背後便是文化秩序下的整齊劃一的要求以及人們對空

間道德的固化判斷。

從組織動力學的角度來看，群體極化受到個人特質與個體在社會

網絡中位置的影響，而這種影響又受到網絡結構的調節。由於互聯網

時代資訊流通與用戶互動服從高度的冪律分佈，高度活躍的人物相對

於非活躍群體佔比較少，「意見領袖」和「沉默的螺旋」等現象在數字平

台會變得更為明顯（虞鑫、許弘智，2019）。數字時代的群體極化在西

方社交網絡上更多地表現為種族民粹主義和情感政治的崛起（全燕，
2018）；而中國網民更容易高估他人與自己持有相同觀點的可能性，在

國內爭議性話題中更多地表現出中庸的態度，在外交話題上是一邊倒

地「強烈同意」政府的立場（馬得勇、黃敏璿，2023）。

II. 文化淺薄

文化滿足自身需求的功能屬性固然重要，但這也會導致文化決定

認知（Matsumoto, 1992），導致人們輕而易舉地被自己所創造的文化束

縛住，導致自我投射式的媒介策略、興趣為主導的鬆散連接、權威的

坍塌與信任體系的崩潰，導致流動的文化互動與淺薄的文化氛圍。

美國科技作家Carr（2020）承接「媒介即訊息」的經典論述，提出互

聯網淺薄症（Internet Shallows）這一觀點，認為數字媒體會使人類大腦

的思維方式趨於淺薄。從文化淺薄的具體表現來看，泛娛樂化的背後

是極端的物質欲望和消費主義，內容生產者遵循流量邏輯過度追求數

據指標，受眾心理上避免深度思考尋求輕鬆和快感，不斷消解文化的

深度和厚度。9 文化虛無主義是以輕視、懷疑乃至否定的態度對待民族

文化價值，導致文化自卑感越來越強，文化認同的缺失和文化信仰的

坍塌讓人們的精神世界日益空虛、生活幸福感不斷喪失。10

現代性的本質要求

文化首先是自我意識的呈現，而自我意識來自於文化建構主體對

總體性社會事實的認知與體驗（周來順、高岩，2023）。文化需在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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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的框架中被闡釋，需要能夠突顯諸多的社會事實與道德標準，而

社會網絡鬆散與道德判斷固化使得現代性成果的本質要求，「理性化」

和「價值重估」，在文化適應層面變得難以達成。「秩序」與「流動」間的

碰撞將導致亞文化群體政治重構訴求下的群體極化與文化淺薄。顯

然，這與「理性化」和「價值重估」（郭毅，2023）等現代性成果的本質要

求差異懸殊。

I. 理性化

「理性化」既關乎人對自然的支配性工具關係，也關乎人的生命本

能解放中的主觀能動性。真正的理性需要建立一種更寬泛的人與物質

世界之間的倫理、審美與藝術聯繫，即馬克思筆下的「自然主義和人道

主義的統一」（張彭松，2005）。例如，特大城市疫情治理過程中必須關

注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之間的有機結合，並且價值理性應該高於工具

理性，通過精準防控與柔性管理兼顧人民的生命健康與經濟社會發

展。11 對於個體而言，「理性化」體現在「麵包」與「理想」之間的抉擇，

當本我強大到無法抑制之時，個體通常會將本能與慾望轉化至文化藝

術等更為崇高的領域來進行釋放（Freud, 2012）。

II. 價值重構

中國式現代化是對世界現代化路徑的價值重塑（郭根山、艾磊，
2023）。從文化發展的角度來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

建立下，價值重構成為當代中國面臨的重大現實問題，涉及到精神文

明與物質文明、西方文明與東方文明、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文化多

樣性與文化自覺之間的協調統一（吳育林，2014）。文化價值的重構著

眼於通過文化符號提升產業鏈價值鏈，著眼於轉型社會中如何達成理

念與價值觀的共識，注重優秀文化的傳播、傳承與保護，以及話語表

達的革新和生命價值的升維（曾一果、梁思璿，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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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理論基礎和分析框架

現代性的理論搖擺 流動 秩序

理論

基礎

「夾縫」產生的
動因

經濟基礎 靈巧的商業模式、新興技術的演進路徑

二者衝突 「市場經濟」與「福利國家」均難以解決複雜問題資本流通下的溢出效應阻礙政策閉環的治理效果 

內在矛盾 自由精神與情感疏離的矛盾 文化符號與鏡像自我的矛盾

「夾縫」中的文
化與社會關係

文化機制 文化滿足自身需求、導致流
動的文化互動

文化是空間道德的呈現、導
致文化模式固定

社會關係
呈現 「弱連接」下的社會網絡 「刻板印象」下的道德判斷

分析

框架

「夾縫」中的總
體社會狀態

社會風險 文化淺薄：泛娛樂化、虛無
主義

群體極化：民粹主義、情感
政治

社會變遷 創新與變革

數字文化適應展演

現代性的本質
要求

文化機制 文化是自我意識的呈現，自我意識來自於文化建構主體對
總體性社會事實的認知與體驗

實現標準 理性化：價值與工具理性融合 & 前者佔據主導
價值重構：文化價值鏈提升 & 觀念共識達成

研究設計

研究問題

本文旨在探究，面對現代性「夾縫」的現實境況，（1）商業化成功具

有可持續性的文化邊緣群體，會在數字平台上採取怎樣的適應性展演策

略，從而應對社會風險和滿足社會期望，以及（2）從跨文化交流與適應

的角度來看，他們是否也獲得了成功，如果未獲得成功，其文化展演結

果與現代性的本質要求，「理性化」和「價值重估」，有著怎樣的偏離？

研究方法

I. 多案例研究的適用性

案例分析法更適用於探索性和描述性研究，能夠更好地分析機制

與過程，有助於把握研究對象的複雜性、整體性和系統性。文化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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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一種社會化過程也是一種結構和系統，符合案例分析法的適用特

點。文化適應中的衝突感受是一種「推－拉」的過程，通過重組自我增

加對現實壓力的整體適應性，達成一種微妙的心理成長。文化適應的

結構模型是將文化適應水準劃分為五個層面，分別是個人傳播、社會傳

播、環境、傾向性和跨文化轉變（Kim, 2008）。複雜適應系統（Complex 

Adaptive System）理論認為系統內主體間及主體與環境間通過「要素流」

產生聯繫和互動，在文化適應的過程中實現文化系統新層次的演化與湧

現（Buckley, 2017）。

採用多案例研究方法的原因在於，它能夠更好地考察案例在不同

情境下所展現的共性與差異。本文將「夾縫」中的總體社會狀態界定為

三個情境，分別是「創新變革」、「群體極化」和「文化淺薄」，文化邊緣

群體在各個情境當中的適應性展演策略也會存在共通點與獨到之處。

II. 案例選取的依據

關於「夾縫」境況下文化邊緣群體的典型代表，採用目的性抽樣的

方法，保證案例在風險與變遷兩個層面均有典型性。

社會風險維度上，文化邊緣群體指的是，在多元文化社會中，過

度與僵硬的歧視、敵視與無視所產生並強化的少數族、外部者與邊緣

人（虞嘉琦，2019）。已有研究發現，自清末西方入侵到中國再崛起，

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分別經歷了「西方或白人至上主義」、「社會達爾

文主義」與「中國優越」等觀念。在該過程中，中國人重建了他們與兩

個不同他者的關係：白人與西方世界既是榜樣又是敵人，黑人與全球

南方是物質力量匱乏下悲慘命運的現實寫照。中國人對後者的種族主

義是過度而嚴苛的自我評判的外在投射（Zhang, 2024）。因此，黑人在

中國更容易面臨敵視所引發的不平等待遇與無視所引發的文化斷連等

風險。

需要注意的是，根據中國的文化語境，黑人一般指代非洲人，而

不是非裔西方人和黑人混血的中國人；講阿拉伯語、膚色較淺的北非

人通常被認為是白人或阿拉伯人；關於拉丁美洲地區膚色較深的人

群，對其人種的定義比較模糊（La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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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變遷維度上，要求抽取的案例抓住了流量經濟下商業模式創

新的機遇，即在商業化運營上滿足專業層面的成功標準，並且在互聯

網平台上「出圈」，有著較為積極的社會評價。諮詢了字節跳動和騰訊

等流量平台公司的在職資深媒體專員，結合短視頻與直播行業的業界

標準，將抖音平台十萬至五百萬粉絲作為腰部網紅的標準，五百萬粉

絲以上被認定為頭部網紅，粉絲數低於十萬為尾部網紅。12

綜上，將研究對象設定為在抖音平台創作短視頻並進行商業化運

作的頭部與腰部黑人網紅。案例抽取時，參考了互聯網經濟與文化等

話題具有專業水準的自媒體對抖音黑人網紅的統計與排名。13 在剔除內

容風格高度相似的樣本後得到9個非洲黑人案例和1個拉丁美洲黑人案

例，總共為10個案例，案例數量符合研究方法的規範（Eisenhardt, 

1989）。

表三　抽取的研究案例 
14

基本資訊
風險 

典型性

商業化 

典型性

編號 帳號 性別
內容 

類別
國家

粉絲數 

（萬）

多頻道

網路

（MCN）

社會評價

A Rose 女 生活 烏干達 1,420.7 有 「非洲李子柒」

B 老馬 男 搞笑 安哥拉 1,281.9 有 「一帶一路」中母國資
助留學生

C 伊博 男 搞笑 索馬里 1,234 有 「東北話十級」

D 嘿人李逵 男 音樂 加納 694.9 有
2019年《中國新說唱》
20強

E tesso龍哥 男 搞笑 赤道幾內亞 613.5 有 頭部MCN三隻羊重
點孵化網紅

F 范泰西 男 音樂 尼日利亞 266.1 有 「尼日利亞寶藏男孩」

G 小黑兄弟 男 政治 尼日利亞 198.5 有 參演《戰狼2》

H 穆漢 男 搞笑 尼日利亞 73.0 有 「外貿翻譯官」

I 巴西仔 男 生活 巴西 41.1 有 潮牌門店「hp至高點」
主理人

J 阿里老鄉 男 體育 馬里 27.5 有 「球場文化」籃球訓練
營主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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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數據收集與分析

數據與資料的收集主要包括三個維度：其一是觀看了所獲取案例

在抖音平台上發佈的全部短視頻，標注短視頻內容的題材類別、故事

要素和文化符號，分析其藝術表現手法，並記錄下觀看後的體會和感

受。其二是收集抖音評論區中用戶對短視頻內容和網紅本人的評價，

以及用戶之間的互動交流。參與式觀察的時間為2023年3月到9月，一

共為期六個月，將這兩個維度匯總形成一手觀察資料。其三是網絡上

對網紅本人和網紅所參與活動的用戶評論、公開報道和評價文章，媒

體類別包括主流媒體、政府官方媒體、機構媒體、權威自媒體和學術

平台等，這一部分為二手檔案資料。

採用三角互證的方法，將多維度、多來源的數據相互比照，從多

角度衡量分析框架的內在一致性與因果機制的完備性，提升研究結論

的信度和效度。此外，向字節跳動、騰訊和百度等互聯網平台公司的

運營專家反饋研究結果，從媒體實務的角度審閱得出的結論，專家認

為研究結論有效地總結了抖音黑人網紅的內容與運營策略，也提出少

量修正意見，隨後採納改進建議直至沒有任何修正意見。數據資料收

集所覆蓋的維度、分析過程與思路和分析結果的呈現形式均參考了已

有研究（談火生、于曉虹，2022；孔舒越，2024；楊林，2024）。

研究發現

創新與變革中的過程性文化體驗

參與式文化推動下的社群感受建構是展演實踐的最終形態，這需

要網紅們在日常內容發佈中不斷連接過去，強化群體的文化與習俗特

徵（Annisa, 2022）。感受文化差異並進行文化適應的最初環節就是像當

地的普通人一樣生活，文化行為同化的最直觀體現就在於個體日常生

活的改變，即衣食住行方面的行為調整。數字化環境為網紅提供以日

常生活為素材的展演平台，網紅通常發佈個人自拍展現當下的心情，

分享當日的飲食和購買的衣服來傳遞自己的生活理念，也會在外出旅

遊時記錄美好時刻來與粉絲達成幸福感的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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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國崛起、創新驅動發展、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中國式現

代化道路的背景下，抖音黑人網紅的日常生活數字化展演卻顯得更為

複雜。具體表現為，不同於簡單的對日常生活的記錄和對適應結果的

展示，感受文化差異和適應過程成為日常內容創作的普遍思路。

從內容選題來看，他們的鏡頭通常聚焦中國特有的社會現象與概

念，並以外國人的視角闡釋他們的特殊理解和新奇發現，常見的主題包

括中國式家庭觀念（來自於表三的數據與資料分析，之後僅標注英文編

號；B、C、E、H）、中國的鄉土文化（A、C、E、H、J）和中國飲食文

化（A、B、C、D、H、J）等。從情節敘事來看，這種文化適應展演所

表達的是嘗試理解並渴望融入差異文化的，但還未達到理想狀態的一種

過程，既展現了黑人網紅與中國用戶的不同身份屬性，又體現了相互溝

通與交流的親密性與趣味性，卻也暗含著文化差異難以消除和文化理解

難以深入的無可奈何。至於抖音黑人網紅對當地文化的了解程度究竟

如何，以及是否真正融入當地社會，並不是網友們所關心的。所謂日

常生活展演下的真實性，不過是網友對空間破碎所導致的異域文化與主

流文化碰撞下的獵奇事件的想像。後真相的媒介幻想成為文化適應展

演的用戶期盼，束縛住抖音黑人網紅自我真實感觸的表達框架。

身份展演往往伴隨著標籤化的策略，這種顯而易見且容易理解的

概念認知，能夠對真實性起到固化作用，進而演變為刻板印象。對抖

音黑人網紅來說，過程性體驗、真實性與標籤化是融合的。有些抖音

黑人網紅通過短視頻故事向網友描述他們來到中國生活、學習與工作

的心路歷程，由此表達熱愛中國文化與中國社會的真情實感，並著重

強調自己來到中國並不是為了某個功利性的目的（A、E、D）。而其他

的抖音黑人網紅在平台所提供的自我介紹功能中直接寫到「熱愛自己的

家鄉，也熱愛中國」（F、H、I、J）。典型的使用平台自我介紹功能的展

演策略還包括展現自己的高學歷（D、H、E）、精通多國語言（H、E）。

面對中國這種文明型國家對移民的排斥，抖音黑人網紅需要在展

演策略中強調文化適應與社會融入的艱難，並淡化這一過程性體驗的

功利性；也需要強調自己與母國文化的關聯，暗示將來會離開中國的

可能性。基於自我介紹功能的標籤化策略主要強調自己對中國社會發

展是有益的，對於中國來說自己的到來是有價值的，自己屬於高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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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才隊列當中，而不是功利性地竊取中國的發展成果。由此可看

出，文明型國家在移民文化上具有排他性，文明型國家的崛起對移民

的素質有著較高的要求。

群體極化下的精準關係把控

可以看到，抖音上的黑人網紅經常與其他中國華人網紅直播互動

（A、B、C、D、E、F、G、H、J），他們也會與其他外國人網紅合作拍

攝視頻作品（B、C、D、E、I），他們在視頻中的演出夥伴經常是中國

人（A、B、C、D、E、F、G、H、I、J）。由此可見，數字商業化對抖

音黑人網紅文化適應展演產生強力影響，他們在促成商業合作的過程

中逐漸融入中國文化與社會體系，而社交媒體正是他們展演身份同化

與結構同化的數字平台。

不過，基於社會關聯的文化適應也會面臨種種風險。抖音黑人網紅

在商業關係把控上張弛有度，但是在與粉絲的互動中有可能舉步維艱，

因為展演主體作為文化生產者與內容提供者需要無條件地為被賦權的用

戶提供情緒價值。已有研究表明，以食物為主要展演題材的網紅，通常

會採取「可控恥辱感」、「越軌飲食」等能夠釋放用戶情緒的展演策略

（O’Sullivan, 2023）。面對情緒極化的不可控性，展演主體既要明確表達

自己內心的聲音，完成對主體性建構的探索，也需要實時採取自我保護

的所需形式（Dobson, 2014）。通過觀察發現，有很多粉絲評論是關於黑

人與中國人長相的差異，這種言論所形成的歧視觀念往往會阻礙文化溝

通與相互理解（尚光輝等，2020）。面對此類評論，抖音黑人網紅一般選

擇不回覆，或者採取幽默詼諧的方式進行回覆，而這種回覆方式一般帶

有這樣的自我保護的話語意涵，「除了膚色我們其實都一樣」（A、B、
C、D、E、F、G、H、J），這其實是對文化歧視的一種平和的反抗。

數字文化適應需要文化邊緣群體與主流群體彼此相互理解、消除

偏見、理性溝通，這其中的核心就是要提高社交媒體用戶的數字素

養。經觀察發現，抖音平台在提升用戶數字素養方面並沒有提供足量

的教育資源，更多的是以中立的、引導的方式提倡用戶共同建立良好

的文化交流環境。用戶發表評論前，會在評論框內看到倡導理性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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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語。此外，抖音黑人網紅對社會支持網絡的運用也並不頻繁，這

表明他們有意迴避深度的數字交往，避免群體極化所帶來的文化衝

突。抖音黑人網紅很少運營自己的粉絲社群；在與粉絲的互動過程

中，抖音黑人網紅回覆粉絲的頻率並不高。但是關於視頻內容的專業

化探討、對網紅的喜歡的直接表達、關於短視頻作品的深度感悟等有

機會得到他們的回覆（A、B、C、D、E、F、G、H、I、J）。

文化適應過程中若要深度融入當地日常生活，離不開語言的交流

與溝通，語言能力是文化適應能力的核心，也是構建良好互動關係的

有效工具。但是對於文化適應的展演策略來講，語言的熟練與流利是

遠遠不夠的。會唱粵語歌通常被認為是一種高級的音樂素養，並且能

夠喚起中國上世紀的音樂文化記憶，若是抖音黑人網紅掌握這門技

能，會收穫更多中國網民的傾慕與讚許。東北方言的語言感染力與特

殊詞語表達在互聯網上是經常被討論的話題，而掌握這門語言技能的

抖音黑人網紅會為自己的身份展演增添東北人的性格標籤，給網友帶

來更友善、更可靠、更樸實的社交印象。由此可見，要想獲得用戶更

多的關注與認可，要想在關係的建構與維持中獲得主導權，通常需要

繼續學習並掌握當地的方言，展演對區域文化的認同感並提升數字化

社會資本（A、C、E、F、I、J）。

圖一　范泰西演唱粵語歌曲（截圖於2024年11月27日）

圖片來源：抖音APP，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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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近網紅與粉絲之間關係的文化適應展演策略可以是更為精巧

的，例如通過二元身份來表達文化隱喻，即主動塑造一個理想化身

份，或是塑造一個對立性質的身份，強化與粉絲社群的情感共鳴。對

於抖音黑人網紅來說，以文化差異作為背景塑造一個全新的、虛擬的

或者不在場的身份，通過二元互補的身份展演搭建文化扎根與文化歸

屬的內容創作框架，是常用的文化隱喻展演手法（A、B、J）。例如，

網紅老馬的另一個虛擬身份就是中國式媽媽「老媽」，她的妝容與衣著

充分體現了中國中年婦女的特殊審美，經常指責兒子生活中的壞習

慣，卻深愛著兒子並盡自己所能為他的成長負責。Rose在視頻中不僅

展示與中國丈夫的恩愛，也會記錄對家鄉親戚的惦念與問候，當在場

身份與不在場身份有機融合後，她便能夠更加靈活地根據輿論風向趨

勢與社會風尚變遷來調適內容生產與展演策略。

圖二　老馬的中國式虛擬身份「老媽」（截圖於2024年11月27日）

對文化淺薄的絕佳反擊

抖音黑人網紅與數字平台用戶確實存在距離感，而這種距離感有

時是自發式的，有時也是網紅們刻意經營的展演策略。網紅們自然不

能無限制地擴大文化距離，因為這不利於他們在文化適應過程中的身

份同化，因此，他們在短視頻內容會經常宣傳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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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自己喜愛並想要深入了解中國文化（A、B、C、D、E、F、G、
H），這體現了文化適應的單向性。與此同時，他們也會利用黑人文化

資源與文化素材來包裝自己，形成身份屬性和內容屬性的差異化戰

略，而這便是文化適應雙向性的體現。具體而言，音樂、時尚和運動

健身是常見的除了搞笑以外的內容類別。伴隨著《中國新說唱》等綜藝

節目的興起，黑人音樂文化獲得中國音樂粉絲的廣泛喜愛，帶有嘻哈

文化屬性的服飾穿搭也成為了年輕人追隨的時尚潮流之一。在一首中

國歌曲中加入說唱的音樂改編能夠讓用戶感受到音樂靈活編排所帶來

的魅力，在強化抖音黑人網紅差異性文化身份的同時，讓粉絲體會文

化融合所帶來的審美快感，提高了平台內容的質量與層次（D、F）。也

有網紅會發佈系列化的視頻教程，幫助中國網友通過穿搭來模仿黑人

音樂明星和運動明星，這其中文化距離的加大並沒有阻礙粉絲們的觀

看熱情，反而提升了文化展演的趣味性和專業度（H）。

圖三　嘿人李逵在中國歌曲中融入說唱（截圖於2024 年11 月27 日）

多頻道網路機構（multi-channel network, MCN）是網紅背後的策劃

團隊，主要從事數字內容平台的商業化運營工作，能夠運用自身組織

化與專業化能力充分滿足用戶需求。MCN可以主動創造以文化適應為

敘事手段的網絡迷因，讓用戶對展演的印象更加深刻（B、E、G）；也

可以通過打造系列化節目，提升文化適應故事內容中的文化意義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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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意涵，讓展演變得更加有質感（A、B、C、E、D、E、F、G、H、
I）；基於運營團隊強大的文化理解力和粉絲需求洞察力，風格化創作為

抖音黑人網紅打造獨有的文化標籤，讓文化適應的數字化展演更加具

有辨識度（A、H）。例如，Rose的中國鄉土生活與飲食視頻已經推出多

個系列，不僅描述了中國鄉村地區人情社會的獨有風貌，也通過記錄

飲食烹調的過程展現外國人在中國所感受到的溫情與關懷。而伊博利

用自己的東北口音和團隊對東北文化的強大理解力，提升內容的文化

感染力和專業化知識水準，打造獨特的風格化展演標籤。

圖四　Rose的鄉土文化系列視頻（截圖於2024 年11 月27 日）

  

文化適應中社會整合的最終形式為公民性的融入，即個體能夠融

入主流文化的社會身份體系和社會價值體系。通過此番形式，文化邊

緣群體能夠提高群體間的文化認同感，進而消解數字文化適應的淺薄

化。當抖音黑人網紅累積到一定的粉絲數目，或者商業化運營達到可

觀的程度時，他們會尋求商業模式上的轉換，在文化適應過程中表現

出歸依主流體系的新形態展演（C、F、G、I）。巴西仔受邀參加了2022

年虎年春節聯歡晚會的節目錄製。而伊博不僅活躍在春晚系列節目

中，也參與了多個省級電視台的綜藝節目。范泰西參加了《新民歌大

會》，提高了節目的國際化視野。小黑兄弟參演了中國主流價值觀電影

《戰狼》，而他的短視頻內容也罕見地以點評中國與國際時事熱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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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值得關注的是，對比那些沒有選擇公民性文化融入的抖音黑人網

紅，他們在評論區與粉絲的互動更加頻繁，對主流文化價值的充分認

可與接納能夠加深文化適應中數字交往的深度與廣度。此外，也有案

例是以聯姻的方式實現文化適應，即成為中國家庭的一員來達到融入

主流文化體系的目的（A、D）。

圖五　虎年春晚邀請抖音黑人網紅參加（截圖於2024 年11 月27 日）

  

社交媒體上的文化展演並不單單局限於身份屬性，也關乎青年文

化、數字經濟和資本權力（Xu & Zhao, 2019）。在抖音黑人網紅對文化

淺薄的反擊過程中，他們的結構化文化適應嵌入在短視頻商業化運營

團隊的工作流程與業務拓展當中。他們不僅能夠登台電視節目來宣傳

自己、接到短視頻商單、從事直播帶貨，甚至在獲得一定粉絲基數後

還可以出演電視劇和電影（C、G），這種強大的商業化能力在中國華人

網紅中也十分罕見。此外，也有一些抖音黑人網紅的主營業務並非線

上，而是諸如買手店（I）、體育教學（K）等線下業務，加入抖音平台、

創作短視頻並成為網紅僅是其商業拓展的手段之一，他們較高的線下

社會結構拓展能力，也能夠為數字化展演提供更多的內容素材。

這樣看來，抖音黑人網紅對文化淺薄的反擊似乎並沒有帶來文化

距離的大幅度縮減和觀念與共識的進一步整合，而是形成基於社會結

構內外部拓展下的、以合作紐帶為導向的經濟關係的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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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伊博參加中國真人秀並現場帶貨（截圖於2024 年11 月27 日）

  

總結與探討

研究發現

I. 植入而非融入：基於身份品牌化的價值重構

文化現代性的時代意義在於文化主軸的延伸。文化的弘揚需要把

握其歷史主軸，本國文化與外部世界建立聯繫之前必須先進行內部整

合，15 才能在文化現代化進程中建立文化主體性和保持文化自覺（劉振

怡，2024）。而在Tomlinson（2001）看來，全球化時代下任何一種文化

若要尋求發展就必須吸收其他文化的營養，在空間與時間上達成文化

主軸的延伸，統合同質性與民族性、傳統元素與現代元素。不論是在

視頻中構建兩個故事人物，還是將黑人說唱文化融入中國音樂當中，

都能夠看到兩種文化元素相互融合的靈感和創意，這不僅有利於中國

社會文化多元性的塑造，也達成了個人文化品牌植入用戶心智的目的。

抖音黑人網紅在數字媒體平台上的文化適應並沒有走向融合，而

是呈現出同化的總體策略，即雖然他們作出各種嘗試努力理解並融入

中國文化體系當中，但依舊維護原有的文化身份。這其中的原因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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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文明型國家（瑙姆金、張依，2024）對移民傾向的排斥（肖忠純、蘇

紅，2007），也包括抖音黑人網紅基於商業化目的所作出的品牌與運營

策略的調整。抖音黑人網紅不斷將自己在中國感受到的文化差異作為

日常化的視頻選題，這暗含著文化適應未曾結束也無法結束的喻義，

即他們依舊是中國社會與文化發展中的他者，他們也無法擺脫成為他

者的命運。

不斷強調自身所具有的差異化文化屬性，雖然不利於構建與粉絲

社群間的情感紐帶和提升展演所帶來的共鳴，但可以開闢更多元化的

展演類別，在網紅賽道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對於文化邊緣群體來說，

在當代中國這個充滿商業競爭與消費主義的內卷社會（劉偉，2023），

通過穩定的身份融入主流文化，似乎並沒有較通過植入個人品牌去尋

求商業價值來得重要。

與全球娛樂產業下的明星經營管理類似，個人展演所產生的明星

效應能夠有效建構和維持消費資本、民主政治和個人主義之間的話語

聯繫（van Elteren, 2013）。「展演連接」已經越來越成為在線政治身份塑

造的核心（Ekman & Widholm, 2017）。但是，線上社群和興趣聯盟的展

演形態，在某種意義上更是一種維持網紅可靠性的當下策略，網紅依

靠「展演連接」所構建的個人品牌形象很難與價值主義和長期主義進行

關聯（Wellman, 2022）。從展演的具體結果來看，便是抖音黑人網紅粉

絲數量的急劇波動和道德審判下嚴重的口碑危機。16

II. 生活與意義原型：價值理性的工具化取向

原型的內涵包含意義與生活兩個層面（李夏穎等，2021）。意義維

度上，以特朗普為例，他的推特（X）展演過程其實就是他與選民不斷

建立準社會關係的過程，通過譴責與指控的話語方式，不斷揭露政治

競爭對手的「偽善」，積極地將自己塑造為一個反對建制派的陪襯

（McDonnell & Wheeler, 2019）。生活維度上，商業行動主義下的政治經

濟學意義和社交媒體平台的可供性不斷形塑著網紅對日常生活狀態的

展示（Neri, 2022）。

雖然真實性對於網紅來說是必須要採取的展演策略，但是在抖音

黑人網紅的文化與身份展演中似乎並沒有強調「普通人利用社交媒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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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這一真實性的必要。顯然，被賦權的中國網絡用戶對抖音黑人網紅

的展演性有著特殊的要求。為了較好地回應用戶的期望，應對社交媒

體上的「快感文化」，滿足用戶基於網絡愛國主義的「爽感」需求（費勇、

林鐵，2013），抖音黑人網紅需要將文化適應這一價值理性概念進行原

型化的展演。基於社會期望所形成的原型策略體現了以利益輸送為導

向的工具理性，而工具理性壓制價值理性佔據主導並不符合「理性化」

這一現代性的本質要求。

生活原型主要表現為對文化適應能力的社會期望，抖音黑人網紅

一般是具有國際化背景的留學生，中文要非常流利，最好要懂一門當

地的方言，具有作出本土化社會貢獻的潛力。意義原型中，地域遷徙

與文化遷移當中的情感符號與故事張力需要在適應性展演中被體現，

這種文化適應的敘事表達被抖音黑人網紅當作標準化的創作工具，用

來滿足用戶對文化適應與文化融合的「應然」想像。同樣作為意義原型

創作工具的還有通過內容差異化戰略而獲取的文化資本。

價值理性工具化的主要原因在於，抖音黑人網紅數字文化適應展

演的策略制定與實施過程無時無刻不嵌入在平台資本的商業生態當

中。這導致他們對於粉絲而言，是異域的、虛擬的以及產品化的，而

不是真實的、日常的或者觸手可及的。最終，他們走向將自己打造為

文化適應能力強、善於營造文化情感氛圍、主動積累文化資本的高商

業價值的文化產品的道路。其作為文化適應個體在價值、行為與感受

層面的統一性、社會性與總體性（Lukács, 1972）便很難通過數字化展演

來獲取和表達。

理論貢獻

全球化過程中的文化衝突與融合導致文化適應成為現代性的核心

議題之一，而互聯網與數字技術作為全球化的助推器，也對文化適應

產生重大影響。通過融入現代化與現代性的視角，嘗試對文化適應這

一概念進行理論創新。

流動與秩序碰撞下的「夾縫」所產生的「文化淺薄」、「群體極化」與

「創新變革」境況是數字平台上文化邊緣群體的壓力來源。將內容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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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跨文化適應展演策略概括為植入策略與原型策略兩類，前者強調

通過異域文化資本構建個人品牌，後者表現為二重身份、地域遷徙下

的情感氛圍與文化隱喻。通過這些策略，研究案例能夠很好地應對「夾

縫」所產生的壓力。

關於文化適應的程度，過往研究局限於一般個體的文化適應能

力，並未過多考察商業化成功案例是否能夠達成文化適應的高維形

態。研究結果顯示，案例呈現出對現代性本質要求的「偏離」，即邊緣

群體在數字平台上進行文化適應展演時，傾向於讓工具理性佔據主導

地位來壓制價值理性，且並不注重與用戶群體組建價值共同體。由此

看來，現代化進程中邊緣群體的文化適應情況可能並不樂觀。

表四　「夾縫」壓力下文化適應的「偏離」狀況

理論框架 低維文化適應 高維文化適應

文化適應壓

力來源

現代性本質要求

植入策略

文化適應展演 是否達成／如何 

偏離、現代性 

本質要求原型策略

「夾縫」中
的「文化淺
薄」、「群體
極化」、「創
新變革」

理性化

價值與工具
理性融合

展演文化適應能
力、經營用戶關係 ✓

價值理性
佔據主導

內容暗含文化適應
未曾也無法結束的
喻意

將自己打造為文
化產品
融入主流社會的
身份認同較弱

價值 
重構

提升文化 
價值鏈

內容包含文化元素
相互融合的創意 
靈感

✓

達成觀念 
共識

強化文化距離、開
闢多元內容類別

粉絲數量急劇波
動、商業化面臨嚴
重口碑危機

研究局限

雖然有較多文獻支撐，並且經驗材料也證實了理論框架的可靠

性，但是從先驗知識出發所構建的理論可能依舊存在主觀性問題，後

續研究可以採用紮根研究等方法，通過不同的邏輯思路對「夾縫」理論

進行補充和修正，拓展文化適應理論的現代化與現代性視角。數字展

演更多是一種線上行為，文化適應還應包括展演後的線下體驗，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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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勞動視域下創作團隊與平台資本、廣告方、內容合作方之間的互

動關係。研究方法上，目的性抽樣下的研究結論可能缺乏普遍性，並

未使用訪談法來獲取更多資料也是研究不足之處，後續研究可以對研

究方法作出補充和改進，擴大資料收集的覆蓋面，提高分析結果的可

靠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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